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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晶晶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的变化性与不确定性使得

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职业

启蒙教育已成为新时期教育发展的一项重要内

容，随着国家政策的倡导与执行，我国基础教育已

逐步探索出一定的实践成果①。然而，从政策执

行效果来看，当前我国职业启蒙教育在定位、形式

和资源等方面仍然存在现实问题②，对问题及背

后原因进行深入研究或有利于职业启蒙教育完成

从局部尝试到全面普及的过渡，从而真正发挥职

业启蒙教育在儿童未来生涯发展中的奠基作用。

一、我国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的问题表征

近年来，我国多项教育政策文件都强调要在

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但由于职业启蒙教育

在我国的实践基础相对薄弱，因此其政策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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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模糊与虚化：职业启蒙教育定位不清

职业启蒙教育是一个本土化概念，在其出现

以前，学界较多使用的是“职业生涯教育”一词。

而后，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实施，职业启蒙教育大

多与劳动教育和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结合出

现，成为二者的重要实践形式。概念的相伴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职业启蒙教育定位不清。职

业启蒙教育与职业生涯教育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

模糊了职业启蒙教育独特价值定位，职业生涯教

育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应该贯穿个体职

业发展的全过程，但根据舒伯的职业生涯发展阶

段论，职业启蒙教育重点在于启蒙，应该集中在成

长期（0—14 岁），故职业启蒙教育仅是职业生涯

教育在儿童成长期的具体表现形式。同样，职业

启蒙教育可以与劳动教育和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

结合开展，互为对方的实践形式，但却并不能将职

业启蒙教育隐含于二者之中，埋没职业启蒙教育

促进儿童形成基本的职业认知，激发其职业理想，

指导其职业生涯规划的独特价值。职业启蒙教育

定位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中体现为学校对职业启蒙

教育的价值重视不足的问题。如当前许多中小学

课堂未能完全重视职业启蒙教育，许多学校仍将

它作为一种体验式课程、班会活动零散开展，上海

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上海市中小学生职业启蒙

教育与职业规划教育》项目研究小组的调查显示，

59.2%的中学生表示学校没有开展过有关职业生

涯指导或职业规划指导的教育[1]。此外，随着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职业启蒙教育

虽然也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环

节，但相比于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职业

启蒙教育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进程中尚未得

到充分关注而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二）多样与混乱：职业启蒙教育课程资源不足

职业启蒙课程即面向中小学生开展的、内容

上涵盖各类不同职业、形式多样的相关课程的综

合，是一个完整体系。正如著名生涯理论学者舒

伯所言，“生涯发展课程是促进学生发展的最适

宜的方式”[2]103，职业启蒙教育课程是职业启蒙教

育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前，随着国家政策的

倡导与各地的实践探索，我国职业启蒙教育课程

资源呈现出多样化：一是普职联动共建的区域中

小学职业体验课程资源，如北京市东城区从区域

重点产业发展趋势和职业学校的专业资源出发，

所设置的 8大类别、361门具有专业特色的职业体

验课程[3]；二是中小学自行开发的校本课程，如青

岛市嘉定路小学自 2011年开始自主开发的“嘉如

世界”职业体验特色系列校本课程；三是当前社

会上逐渐兴起的商业性职业体验场所也为职业

启蒙教育提供了多样的课程资源，如“米薇城堡”

“比如世界”等。尽管当前职业启蒙课程资源的

呈现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但总体来看，当前

各地的职业启蒙课程资源零散混乱，各类职业资

源均具有各自的局限性。首先，当前职业启蒙教

育并没有专门规定的国家课程，仍然依托劳动技

术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来实施[4]。其次，校

内自主设计的校本课程资源往往是“一校一案”，

大多由不同学科教师兼任开发，因而不具推广意

义。此外，职业启蒙课程资源内容也十分局限，

相关调研表明，目前中职学校开发的职业启蒙教

育课程资源中有超九成的项目仍为职业体验类

课程，其中涉及职业认知课程不足 30%，有超过

50%的中职学校缺少长期的职业启蒙教育课程建

设规划，缺乏相关师资的培养培训和可用资源[5]。

而社会建设的课程资源往往以参观、讲解的方式

进行，课程内容大多为简单的职业介绍和职业体

验，学生大多只是间接体验，深刻性欠缺。因此，

从课程资源总体部署来看，尽管课程资源的种类

丰富，但“可用、可推广、适用、好用”的课程资源

仍然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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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散与差异：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形式不

完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虽然提出鼓励

中职学校参与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却没有对具

体参与形式作出规定。但是，在近年来的实践探

索历程中，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

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形式，包括课程渗透、实践活

动、平台搭建和实训中心建设。课程渗透即通过

专门课程或学科课程渗透职业要素开展职业启蒙

教育，是职业启蒙教育最为普遍的实践形式。实

践活动以职业教育活动周和职业教育体验日为主

要形式，如上海市通过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鼓励

职业院校开放实训中心供中小学展开职业体验活

动，让全市中小学生走进职业学校中亲身体验职

业项目，从而了解项目背后的职业及其文化[6]。

平台搭建最具代表性的为北京市东城区教委搭建

的职业体验营活动，该体验营联合了 100 多家单

位设置多种体验活动，学生可通过在网上预约，深

入企业内部体验不同职业岗位，在体验中学习相

关知识，培养职业态度和情感。此外，实训中心建

设也逐渐在中小学职业体验教育中发挥作用，据

相关统计显示，上海市2016年共有65所职业学校

和 93 个市级开放实训中心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

放，共提供了 17 个专业大类 322 个职业体验项

目[7]。尽管当前已经形成了一定职业启蒙教育实

践模式，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地职业启蒙教育

实践形式分散，不同地区之间的实践形式存在较

大差异。例如，课程渗透虽然是最主要的职业启

蒙教育实践形式，但当前尚未出现专门化的职业

启蒙教育科目，学科渗透的具体要求与指导不明

确。而实践活动、平台搭建与实训中心建设这类

需要多元主体参与的活动持续的时间、频次以及

面向的对象均有限，各地差异也较大，北上广深等

教育相对发达的城市实践形式更为先进和完善，

而其他地区则相对落后。

（四）紧缺与非专业化：职业启蒙教育师资队

伍不健全

师资是推动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发展的重要人

力资源，当前职业启蒙教育师资队伍不健全是制

约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发挥教育价值的关键问题。

师资队伍不健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师资队伍结构

数量和师资质量两个方面。首先，在队伍结构方

面，目前各小学职业体验教育的师资队伍主要由

两部分组成：一是校内教师，主要是班主任、大队

辅导员或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授课教师，在大多学

校这些教师往往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二是各行

各业的专业人员、行业模范等，在特定的职业体验

活动中担任讲解和指导等工作，此类群体不固定，

能够为学生提供专业的职业领域工作介绍与示

范。两类指导教师分别构成小学职业体验教育校

内课程与校外活动的指导主体，但二者均有角色

局限性，即校内教师缺乏不同职业领域的专业性，

而专业人员则缺乏针对小学生的教育引导能力。

其次，在师资质量方面，校内指导教师大多由其他

学科教师兼任，从教师对自身胜任力认识情况看，

现下校内教师缺乏职业启蒙方面的相关知识与能

力，因而无法在学生体验过程中给予合适的指导

与评价，从而使得职业启蒙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而校外的专业人员大多由学生家长担任，虽然可

能从专业的角度介绍不同的职业类型，但是由于

与学生接触时间较短，难以为学生提供持续性或

追加性的指导与反馈，故难以充分发挥职业体验

的效果。

二、我国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问题的归因

在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

力是关键因素。基于公共政策执行力模型，职业

启蒙教育政策执行问题可从政策执行的主体、客

体、制度、资源及环境方面进行归因分析。

（一）政策执行主体落实不力

政策执行主体即指执行政策的机构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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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8]。在我国，中央制定的政策一般是通过“自上

而下”的路径执行的，即上层（中央机构）制定或规

划的政策被具体化为各种指示，由下层（地方机

构）负责执行[9]，因此地方政府是职业启蒙教育政

策的执行主体。对于职业启蒙教育而言，政策执

行主体落实不力是导致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问

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的

政策精神经过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和不同政府部门

过滤之后，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政策走形、扭曲现

象[8]，即出现了政策执行偏差，具体表现为替换性

执行、选择性执行和象征性执行三种情况。

替换性执行是指出现曲解式替换政策内涵，

背离了原政策精神，偏离了政策制定的初衷[9]。

职业启蒙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启蒙儿童，帮助其

获得对职业世界的初步认识，为职业生涯规划奠

定基础。然而，由于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内涵把握

不准，部分地方政策出现了以职业宣传代替职业

启蒙，以零散的参观、体验、宣讲活动代替职业启

蒙教育的倾向，最终导致“重职业、轻启蒙”的替换

性执行偏差。

选择性执行即在执行原政策时只有部分内容

被贯彻落实，其余内容则被选择性消减，致使原政

策内容出现结构性缺损。当前在实施职业启蒙教

育过程中，由于诸多条件与现实情况的限制，各地

往往会选择小学阶段开展，而相对忽视中学阶段

的职业启蒙教育，导致职业启蒙教育被限制在部

分群体之中，出现了选择性执行偏差。

象征性执行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

主体用仪式性、表现性活动代替办实事、求实效的

问题[10]。《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应鼓

励中等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

教育[11]。实际上，当前中等职业学校大多通过职

业教育活动周、开放实训中心参观体验等形式零

散地参与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而中小学校的职

业启蒙教育也未能长期有效利用职业院校资源，

双方之间以短暂的表面合作代替了长期深度合

作，出现了象征性执行的问题。

综上，政策主体的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导致当

前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定位模糊，在执行中因缺

乏统筹而出现零散化、表面化和孤立化的实施

问题。

（二）政策执行客体各自为政

政策执行客体是指政策的目标群体和政策所

要解决的问题。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同度和

支持度是制约政策执行的关键性因素[8]。教育部

原部长陈宝生在 2019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用好校内校外两种资源加强职业启蒙教育，

抓好综合实践基地建设，依托社会力量和各行各

业的专业力量建设学生劳动实践基地[12]。因此对

于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而言，学校、社会、家庭均

是职业启蒙教育的政策执行客体。然而，从当前

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家、校、社三方并没有形成有

效的教育合力，而是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状态。

学校包括中小学校和职业院校，是中小学职

业启蒙教育实施的主阵地。然而当前双方都没有

深刻认识到职业启蒙教育的价值意蕴：一方面，中

小学大多仅将职业体验活动等同于职业启蒙教

育，将职业启蒙教育隐含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或

是劳动教育中实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职业启蒙

教育对于帮助学生提升生涯规划能力，促进多元

发展上的独特作用；另一方面，职业院校仅将支持

职业启蒙教育当作是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彰显

职教价值的主要手段，职业院校支持中小学职业

启蒙教育的形式大多以参加职业体验日，开放实

训基地为主，尽管部分职业院校会开发一定的职

业启蒙课程与活动，但总体而言，尚未形成校校深

度合作开展教育的常态。

家庭本应是职业启蒙教育的重要参与方,但
发挥作用甚微。英美等职业生涯教育发展较为成

熟的国家均会将家庭视为儿童职业启蒙的重要一

方，如美国许多小学会邀请家长参加“职业日”活

动或是组织学生走进家长们的实际工作场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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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家长也会有意识地向孩子讲解职业相关知

识，帮助孩子初步接触职业世界[13]75-86。然而，当

前我国家长对孩子极早进行职业启蒙的重要性认

识不足，2018 年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

报告》显示，四、八年级家长对子女情况关注程度

的递减顺序依次是学习情况、身体健康、人身安

全、道德品质、日常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或特长、心

理状况[14]，对于子女潜在的兴趣爱好和职业发展

可能的关注度偏低的现象表明家长在总体上还缺

乏对于职业引导的意识。

社会力量作为职业启蒙教育重要补充力量也

尚未被充分利用。当前，社会上已然出现了一些

职业启蒙教育的商业资源，如各类儿童职业体验

中心、职业体验夏令营项目等，然而当前社会上的

职业体验资源多以商业模式发展，个别学校偶尔

会与之合作开展职业体验活动，但尚未形成协同

发展机制。

综上，学校、家庭和社会作为职业启蒙教育政

策实施的客体，由于对职业启蒙教育价值认识的

不充分导致家校社之间的合作往往流于形式，浮

于表面，效率较低。

（三）政策执行制度模糊不清

制度是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从政

策执行的角度来看，制度就是政策执行主体作用

于客体的规则，包括政策执行的体制和机制[8]。

纵观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我国的职业启蒙教

育长期处于一种自发、偶然和零散的状态。上海

市是最早探索职业启蒙教育的城市，2005 年，上

海市闸北区（现静安区）人民政府发布的《闸北区

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职业启蒙教育”一词[15]，这

是“职业启蒙教育”首次出现在我国地方正式的政

策文件中。2017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第一次以“五年规划”的形式强调“职业

启蒙教育”，将其将职业启蒙教育推到国家高度。

近年来，我国有关政策逐渐渗透了对职业启蒙教

育的强调，但从政策执行制度角度来看，当前职业

启蒙教育政策执行制度存在中央制度界定不清和

地方实施办法模糊缺失两方面问题。

从中央政策制度来看，“十三五”规划发布后，

2017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指导纲要》将“职业体验”新增为中小学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的活动方式，为职业启蒙教育的活动形

式作出指导。2019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应鼓励中等职业学校联

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

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参与主体与发展途径做

出了指导。2021年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应当支持和鼓励普通中小学根据实际

需要增加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开展职业启蒙、职

业认知、职业体验与劳动技术教育，并组织和引导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和行业组织等为其

提供条件和支持”，更是为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提

供了法律保障。综合来看，尽管多项国家政策法

规中对职业启蒙教育均有所提及，但均篇幅有限，

且职业启蒙教育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劳动教育

等教育政策话语结合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职

业启蒙教育政策制度界定不清的问题。

从地方层面来看，职业启蒙教育的落实需要

各地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但综合各地情

况来看，尽管当前已有多地在实践层面开展了一

定程度的职业启蒙教育，如上海、江苏、吉林、河

南、甘肃、河北、湖南等省都先后通过职业教育活

动周开展职业体验活动，但当前各地却未形成专

门的职业启蒙教育实施办法，仅有吉林省于 2022
年 8 月提出要制定《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劳动和职

业启蒙教育的指导意见》，促进职普融通、强化协

作衔接，建立中（高）职学校与中小学校联合劳动

育人机制[16]，也只是处于规划设想阶段，尚未出台

具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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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当前有关职业启蒙教育的政策均

为方向性的政策引导，从中央到地方尚未形成系

统稳定的职业启蒙教育实施制度，从而导致当前

职业启蒙教育的相关资源、实践形式均呈现零散

化和分散化的问题。

（四）政策执行资源沟通不畅

资源是政策执行的必要条件，政策执行能力

有赖于所能获取的有效资源[8]。中小学职业启蒙

教育的实施有赖于丰富资源的保障。从资源要素

来看，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所需要的资源包

括场地、平台、设备、课程、师资等内容；从资源结

构来看，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资源可以分

为校内资源、家庭资源、专业资源和社会资源。当

前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在资源层面存在资源沟通

不畅的问题，即学校资源与家庭资源、专业资源和

社会资源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沟通与利用。

家庭资源主要指依靠学生家长提供的职业启

蒙资源，是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重要的资源

来源。家校资源的联合主要表现为学校利用学生

家长职业的多元性，以邀请家长进校园介绍职业，

或是通过组织学生走进家长工作场所参观的形式

组织职业启蒙教育，如青岛市新昌路小学就以家

校合作为契机，定期邀请各行各业的家长进校园

为学生开展职业规划讲座。但当前家校资源的联

合较为松散，且不确定性较强，各地、各校甚至是

各班之间的开展情况差异较大，家长在职业启蒙

方面的专业性有限，因此家校资源之间难以形成

稳定联合。

专业资源主要指职业院校所能提供的课程、

平台及培训资源，专业资源的丰富性、专业性和多

元性特点使其成为中小学实施职业启蒙教育最为

主要的资源。当前我国众多相关政策也都提到了

职业院校要为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提供支持与帮

助。尽管专业资源存在显著优势，但是当前学校

资源与专业资源的沟通形式却较为单一，主要以

职业院校提供课程、开放场地、设计职业体验项目

等形式为主，且学校与专业资源的沟通大多为单

向度输出，因此校校之间难以形成深度联合。

社会资源主要指社会上一些专门的教育性的

体验场所，如图书馆、博物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等，还包括学校所在社区内的图书馆、派出所、养

老院等，中小学也经常利用这些社会资源开展职

业启蒙教育。然而当前社会资源的开发与供给无

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教育行政部门层面都没

有相关政策、法规、制度的扶植。对于学校而言，

如果想要进行职业实践体验活动，只能凭靠私人

关系去开发社会资源，以满足学生学习需求[17]。

这种人情式的资源联合模式耗时耗力，且效果参

差不齐，因此校社资源之间难以形成长期联合。

综上所述，当前开展职业启蒙教育的资源虽

然较为多元，但是学校与各类资源之间的联合却

存在松散、浅显和短效的问题，难以充分发挥各类

资源的价值。

（五）政策执行环境不稳定

对于职业启蒙教育而言，政策执行环境主要

包含职业启蒙教育开展过程中的社会氛围和文化

基础等要素。

从社会氛围来看，我国整体对于职业启蒙教

育的理念认识不够清晰，大多数人对职业启蒙教

育价值缺乏认识。一方面，职业启蒙教育属于生

涯教育的基础部分，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生涯教

育起步较晚，生涯教育的基础本就薄弱，且当前生

涯教育大多集中于即将面临专业选择的高中阶段

教育，职业启蒙教育作为生涯教育的初始环节，主

要面向中小学生，由于中小学生当前暂时不需要

进行专业选择，因而难以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注

和重视。

从文化基础来看，职业启蒙教育在我国虽然

是一个新兴概念，但有关职业启蒙教育思想的研

究可以追溯至 20世纪初，由教育家黄炎培先生提

出来的，涵盖整个职业生涯和全部教育过程的职

业思想体系，其中，他所主张的小学职业陶冶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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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启蒙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8]。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初期，国家“统包统分”的计划性就业政

策在预防失业、稳定民心、巩固政权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个体职业指导的作用不断减弱，职业启蒙

教育活动主要以劳动教育的形式推进[19]。改革开

放之后，知识学习越来越被重视，应试教育和升学

竞争被不断强化，出现了普通教育与生产劳动脱

节的情况，“职业元素”和相应的“职业指导”理念

在普通教育中不断弱化。新世纪初期，随着职业

世界的变化加剧，职业指导才以职业启蒙教育的

形式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纵观我国职业启

蒙教育相关思想的发展历程可知，自 1949 年以

来，我国有数十年的时间处于统包分配工作的阶

段，加之后期应试教育的强化，所谓职业指导和生

涯规划一度消失在我国教育发展活动之中，最终

导致我国实施职业启蒙教育的文化基础薄弱，不

利于为当下职业启蒙教育的发展提供浓厚稳定的

政策实施环境。

综上所述，社会意识与文化基础的淡薄加剧

了当前政策环境的不稳定性，不利于职业启蒙教

育政策的落实。

三、新时代我国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的对

策建议

从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力的结构来看，政

策执行的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作用的，前者可以通

过政策执行制度作用于后者，而后者也会通过政

策执行制度对前者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因此，本

文拟将政策执行主体、客体与政策执行制度综合

考量，从制度、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对中小学职业

启蒙教育的实施提出建议。

（一）完善执行制度建设以实现“有规可循”

职业启蒙教育作为生涯教育的基础部分，不

仅与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课程与劳动教育有重合

部分，同时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基础环

节，对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言均具有重要意

义。由于职业启蒙教育政策的实施需要从中央规

划过渡到地方具体落实，同时也涉及各地政府、中

小学、职业院校、家庭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执

行，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启蒙教育政策执行

制度建设。首先，从中央层面丰富对于职业启蒙

教育实施的相关政策指导，一是明确职业启蒙教

育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劳动教育之间的关系，

突出强调职业启蒙在个人生涯发展与普职教育发

展中的独特价值，防止定位不清；二是明确不同主

体的权责，尤其是中小学和职业院校在职业启蒙

教育实施中的权责，保证多元主体能够最大程度

发挥价值。其次，地方政府需要在中央政策的指

导下，结合地方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各地职

业启蒙教育落实细则，细化实施办法，明确不同主

体的权责和任务，帮助学校在开展职业启蒙教育

时有制可依。再次，完善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针

对主体的不同分别制定职业院校参与成效考核评

价机制、中小学实施成效考核评价机制和教师考

核评价机制，完善相应的评价指标及标准，促使各

职业院校、各小学以及各教师在评价中有度可依，

真正的发挥评价的反馈和激励作用。最后，政府

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强制性或鼓励性的形式

规范中小学与职业院校和社会资源的合作，促使

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顺利开展，为职业启蒙教

育的落实提供法律保障。

（二）搭建资源共享平台以实现“有源可享”

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需要以各类教育资源为

依托，当前，来自中小学校、职业院校、家庭和社会

的职业启蒙教育资源多样，但各类资源之间难以

形成长期有效互动，因此，建立资源共享平台统筹

多方可用资源，使得中小学在实施职业启蒙教育

过程中做到有物可用。首先，搭建职业启蒙教育

实践平台，职业启蒙教育的实践形式较为多元，但

无论是专门课程的实施，还是学科课程的渗透，抑

或是综合实践活动中职业体验活动的开展，都需

要一定的实践场所作为支撑[13]109。中小学校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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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课堂和校园的局限性并不能保证上述活动

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建立一定的实践平台，利用

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和社会教育资源优势，建立相

对固定的职业启蒙教育实践基地，实现场所资源

共享。其次，建设一定的课程资源库以保障职业

启蒙教育常态化发展。中小学与职业院校需要发

挥各自优势合作开发相关课程，职业院校负责提

供多元且专业的职业认知课程，而小学则要把握

住小学阶段学生认知特点，将专业的职业知识与

促进学生自我认知的目的相结合，只有各小学与

职业院校共同参与建设职业体验课程资源，才能

实现职业体验教育课程化，促进小学职业体验教

育可持续发展。最后，盘活教师资源，建设教师培

训资源库。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小学职业体验教

育充分发挥育人价值的前提和保障。目前小学职

业体验教育的师资结构失衡，质量参差不齐，因此

职业院校应发挥自身优势与各小学共育职业体验

教育的师资，为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提供丰富的

教师资源。

（三）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职业启蒙教育政策的落实需要稳定的政策实

施环境，现阶段，我国整体对于职业启蒙教育的理

念还不是很清晰，大多数人对职业启蒙的理念缺

乏认识，职业启蒙教育的接受度并不高，因此需要

大力加强宣传活动，营造落实职业启蒙教育的氛

围。首先，继续发挥职业教育活动周的宣传作用，

通过开放职业院校实训中心，设置多样化的职业

体验项目等提升家长与师生对职业启蒙教育的了

解。其次，通过研究机构促进现有实践成果的转

化，当前各地所形成的案例虽然模式多样，但大多

具有局限性，各类实践模式之间的交流受限，并没

有形成良好的案例交流与分享机制，因此需要研

究机构促进现有实践成果的转化，将各区、各校的

特色案例加以转化与升华，从而形成能够迁移运

用的一般经验，为其他学校参与职业体验教育提

供示范与借鉴，提升各地中小学对实施职业启蒙

教育的认同感。最后，发挥相关媒体的宣传展示

作用，向社会宣传职业启蒙教育理念，提升社会对

于小学职业启蒙教育的认同度。

注释：

① 杨静娟基于江苏省常州市实验小学自 2001年起常态实施的学校劳动教育实践经验，总结了其中比较易于推广辐射

的小学生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模式，参见杨静娟《小学生职业启蒙教育的七种模式》，载于《人民教育》2021年 23期，

62-64页。陈鹏等学者对当前中小学实施的典型模式进行了介绍，包括华西实验学校的“开心小农场”扬州育才实

验学校的“科学试验田”、江苏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的“校园区角”等，详见陈鹏《职业启蒙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

根》，《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25日报道。

② 吉标等学者基于交叠影响视域理论，从家校社三主体对职业启蒙教育的实施困境进行了分析，参见吉标、杨旭《交叠

影响域理论视野下职业启蒙教育实施困境及突破》，载于《教育与职业》2023年 4期，102-108页；邵文琪等学者基于

共生理论对职业启蒙教育资源整合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参见邵文琪、王刚、刘晓《共生理论视角下职业启蒙教育资源

整合的困境与突破》，载于《教育与职业》2021年7期，5-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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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eer Initiation Edu⁃
cation Policy in China

AI Jingjing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changeability and uncertainty of individual career development highlight the value of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At present,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launche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under the advocacy and guidance of national polici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e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f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has resulted in problems such as unclear positioning, insufficient cur⁃
riculum resources, imperfect practice forms, and inadequate teacher teams. From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l, poor implement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ubjects, fragment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objects, the ambigui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tem, poor communic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resources, and unstabl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nvironment are the main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
tem, build a platform for resource sharing,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promotion.
Keywords: career initiation educ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model; structural analysis


